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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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长江经济带124个地级市、自治州和2个直辖市为研究单元，用专利授权量表征创新产出，运用标准差、变异系数、ESDA和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对1986—2014年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形成机制进行探讨。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绝对差异在2001年以前增加缓慢，其后迅速拉大，2012年后明显下降；相对差异在1994年以前大致呈下降趋势，其后缓慢增加，2002年后增加显著，在2003年达到最高点，2009年后出现明显的下降。（2）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高的地市数量变化不大，分布较为集中，但有向中部地区蔓延的趋势，主要位于长三角地区及中西部的省会城市。（3）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空间关联特征以正相关为主，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且空间格局大致稳定，长三角地区一直都是创新产出密集聚集的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大多是低低集聚地区，高低集聚的地市主要是中西部一些省会城市区。（4）空间交互作用是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产生空间差异的重要原因，科技投入和科技政策对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具有显著影响，经济发展、人才资源、FDI及通讯基础设施对创新产出也具有较大影响，传统基础设施对创新产出作用最小，而外资在区域经济中的渗透程度对创新产出具有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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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124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autonomous prefectures and 2 municipal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s the research unit, and taking the patent licensing as innovation output, the paper uses standard deviation,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ESDA,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and other methods to study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outpu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1986 to 2014.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absolute difference of innovation outpu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creased slowly before 2001, and then quickly pulled up from 2012, subsequently,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relative difference generally decreased before 1994, then increased slowly, the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2002, reached the highest point in 2003. The relative difference decreased obviously in 2009.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2001 and industrial transfer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innovation outpu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difference. (2) The number of high innovation output cities has little change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Distribution is more concentrated, but there is a tendency to spread to the central region, mainly locate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ial capital city . (3)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of innovation outpu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are obvious, and the spatial pattern is roughly stabl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has been densely-aggregated area of innovation output,  and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mostly low concentration area with low level of agglomeration. The Midwest capital cities carry both features. (4) Spatial interaction is an important cause of spatial difference of innovation outpu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novation outpu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Economic development, human resources, FDI and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have a great impact on innovation output. Traditional infrastructure imposes no much influence on innovation output, and the degre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al economy ha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innovation output. The penetr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al economy ha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innovation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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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创新产出有助于提升企业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进而提高区域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正日益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因此，很多国家和区域都将构建创新体系作为重要宏观发展战略[1]。在研发全球化的背景下，开放创新将成为区域提高创新产出的重要渠道和源泉。在空间上，接近创新源的创新主体往往比其它区域创新能力更强，创新效率也更高，即知识溢出导致了创新产出的空间依赖和空间集聚。而知识溢出的局域性特点较为显著[2-3]，其对创新活动的作用随距离的拉大而不断衰减[4-5]；另外，知识溢出还受到吸收能力、专利技术许可、技术差距等诸多因素的作用[6-7]，从而影响创新产出的空间结构特征。目前对创新产出评价及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创新能力评估[8-9]、省域创新能力差异[10-11]、地市创新产出差异[12]、城市创新能力差异[13]，这些研究通常是在省级和地市层面探讨创新活动的空间结构，遗憾的是，局域性特征的知识溢出只有在更小的空间尺度才能显示出较高的显著性[14]，甚至有研究明确指出知识溢出在 250 km的地域范围[15]及在地市层面比较显著[16]。目前，有一些探讨创新产出的时空特征的研究，但大多局限在一省份内部[17]，时间跨度也较短，不能较好地反映创新产出的空间差异演变；也有相关研究关注创新的地理溢出和创新产出的空间依赖性[18-19]，但是大都对知识溢出在创新产出空间差异形成过程中具有多大作用没有做定量测度。

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39号）》提出建设长江经济带的重大战略决策。长江经济带作为全球战略性和引领性的关键区域，与长三角、珠三角等政策区不同，国家将在科学空间组织作为重点，以确保经济带的整体性和高水平的产业竞争力[20]，对于区域创新能力和创新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本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区域，以地市作为研究空间尺度，对1986—2014年126个地市的空间结构特征进行分析，通过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空间差异形成机制进行分析，以期为长江经济带优化创新空间格局和制定合理的区域科技政策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专利授权量是本研究衡量创新产出的指标，因为专利虽不能反映所有关键创新，也无法较好反映创新的质量差异，但却是非常可信的[21]，且专利与创新活动的相关性也比较显著[22-23]，反映了科学发明和创新活动的结果，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区域创新差异。本文的研究范围为长江经济带包含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个省市，共计126个地市、自治州和直辖市为基本分析单元。由于本研究的时间跨度较大，地市行政区划也变动较大，因此本文以最新的行政区划为准对研究区域进行统一处理。本研究的所有专利数据均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的专利检索系统，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2.2  研究方法
2.2.1  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用标准差来反映绝对差异，标准差越大，表明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绝对差异越大；用变异系数来反映相对差异，变异系数越大，表明相对差异越大。
    （1）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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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异系数：

                            
[image: image2.wmf](

)

x

n

x

x

CV

n

i

i

/

1

2

å

=

-

=

     （2）
    式（1）、式（2）中：[image: image3.wmf]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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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样本平均值。
2.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是指同一个变量在不同空间的相关性。全局空间自相关是通过对属性值的空间特征的整体描述，揭示区域总体的空间关联和空间差异程度。全局自相关最常用的方法为Moran’s I指数，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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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3）中：n为地区总数；[image: image12.wm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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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区域创新产出；[image: image14.wmf]X

为平均值；S为标准差；[image: image15.wmf]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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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范围内空间单元i与j的空间连接矩阵。如果 Moran’s I为正，表明创新产出在空间上呈集聚态势，形成创新产出密集区；如果 Moran’s I为负，表明创新产出在空间上呈分散格局；如果 Moran’s I接近于0，表明创新产出在空间上随机分布。
    全局自相关假定空间是同质的，但实际上区域要素的空间异质性非常普遍，局部空间自相关可以弥补全局自相关对空间内部差异描述的缺失。揭示空间自相关的空间异质性可以用LISA集聚图来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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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4）中：[image: image17.wm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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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i区域和j区域创新产出数据；[image: image19.wmf]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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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空间权重矩阵。

2.2.3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
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主要被用来解释空间自相关因素对研究区域的影响程度。
（1）空间滞后模型：

Y=λWY+Xβ+μ            （5）
（2）空间误差模型：

Y=Xβ+ξ；ξ=ρWξ+v       （6）
    式（5）、式（6）中：Y为因变量；X为除空间交互因素外其它解释变量组成的变量矩阵；β为X的参数向量；W为空间权重系数；ρ和λ分别为空间误差系数和空间回归系数；μ和v为白噪音干扰项；ξ为随机误差向量。

3   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时空演变特征
3.1  时间差异演变特征

    1986—2014年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标准差与变异系数变化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长江经济带地市层面的绝对差异在1986—2001年的标准差从3.85增加到256.45，其后绝对差异增长迅猛，2012年已达到12 323.68，之后开始减少，2014年开始降低为10 063.25。长江经济带各地市创新产出的绝对差异与长三角的经济发展趋势密切相关，2001年之前，长三角地区和其它地区尽管差距在不断拉大，但是发展速度相对缓慢；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长三角的区位优势充分显现，经济迅速发展，外商投资不断加大，一些研发中心及人才陆续入驻长三角地区，所以在2001—2012年间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绝对差异急剧拉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国内兴起了从东部向中西部为主导的产业转移趋势日趋明显，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后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绝对差异开始明显减小。
长江经济带地市层面创新产出的相对差异的变化趋势大致可以分为降低、显著增加及降低3个阶段：1986—1994年间，除1988年波动外，地市层面的相对差异呈减小态势，从2.35降低到1.31，这一时期国内刚刚建立专利统计系统，专利创新产出主要在一些特大城市，所以其分布极不均衡，相对差异较大；之后专利创新产出明显减小，这一时期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有所发展，拉低了相对差异；1994—2009年间，除2003年前后波动外，地市层面的相对差异基本呈上升态势，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发展较快，相对差异开始缓慢拉大，相对差异值从1.31增加到2.98，之后相对差异呈下降趋势，在2014年相对差异值降低为2.28，国内产业转移作用明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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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6—2014年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标准差与变异系数变化
3.2  空间差异演变特征
3.2.1  空间结构特征及差异演变

运用Q聚类，将长江经济带地市创新产出分为6类：极高、高、较高、一般、低和极低，通过比较4个年度创新产出的空间结构发现： 2000年长江经济带地市创新产出绝大部分处于极低类型，创新产出处于前5类的地市有苏州、上海、重庆、成都、温州、宁波、金华、台州、绍兴、无锡、长沙、嘉兴、杭州、南通和荆州； 2000年创新产出处于前5类的地市除荆州外，在2008年仍位于前5类，新增了常州、镇江、徐州、湖州、泰州及扬州等地市；2012年位于前5类的地市与2008年基本一致，仅增加了一个芜湖；2014年创新产出位于前5类的地市，除2012年的全部外，又新增了马鞍山、合肥及连云港。总之，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高的地市数量变化不大，分布较为集中，但有向中部地区蔓延的趋势，主要位于长三角地区及中西部的省会重庆、成都、长沙、合肥，近5年来芜湖、马鞍山、合肥、连云港的创新产出提升明显。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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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0年                                              b.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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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012年                                              d.2014年
图2  4个时间断面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空间结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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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空间格局特征及差异演变
长江经济带地市创新产出的空间关联特征以正相关为主：2000年，正相关的地市单元有98个，占77.78%，其中高高类型占10.32%，低低类型占67.46%；2008年，正相关的地市单元有106个，占84.13%，其中高高类型占11.9%，低低类型占72.22%；2012年和2014年正相关类型的地市单元都是100个，占79.37%，其中高高类型分别占12.7%和15.08%，低低类型分别占66.67%和64.29%。负相关类型相对较少，且基本保持稳定：2000年、2008年、2012年和2014年负相关类型所占的比例分别为22.22%、15.87%、20.63%、20.63%，其中高低类型的比例分别为5.56%、3.17%、7.14%、4.76%，低高类型的比例分别为16.67%、12.7%、13.49%和15.87%。
长江经济带地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且空间格局大致稳定。由图3地市单元的LISA图表明，显著关联类型也是以正相关类型特别是显著低低类型为主，显著低低类型和高高类型的增加是长江经济带总体自相关增强和创新产出加大的重要原因。长江经济带地市创新产出高高集聚类型主要位于长三角地区，低低集聚类型主要在四川、云南等西部地区，高高集聚类型有减少的趋势，而低低集聚类型有从西部往中部扩散的趋势。苏州、上海、嘉兴、南通、泰州基本上一直都是创新产出显著高高集聚的地市单元；无锡在2012年和2014年也开始成为显著高高集聚地区；台州在2000年、2008年和2012年都是创新产出高高集聚地市单元，而2014年则变的不显著了；南充、大理白族自治州、保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临沧、甘孜藏族自治州、丽江、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等地区在4个年度都是显著低低集聚类型区；2008年、2012年和2014年攀枝花市、普洱市开始成为显著低低集聚类型区；昆明、曲靖、怀化、凉山彝族自治州则在2012年和2014年是变为显著低低集聚类型区；2014年自贡、楚雄彝族自治州、张家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毕节、昭通、六盘水又进入显著低低集聚类型区。可见，低低集聚类型区的范围在逐渐扩大。从数量上来看，2000年、2008年、2012年和2014年高高集聚类型区的数量分别为8、7、8、6，基本保持稳定；低低集聚类型区的数量分别为12、13、17、22，在不断增多；显著高低集聚类型区在4个年度一直仅有重庆，而显著低高集聚区仅有2008年的丽水。从空间分布来看，长江经济带地市集聚特征显著，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人才密集、资金充裕、创新基础较好，一直都是创新产出密集聚集的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大多是低低集聚地区，高低集聚的地市单元主要是中西部一些省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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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0年                                               b.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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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012年                                               d.2014年
图3  4个时间断面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LISA集聚

请按我刊规范提供相应的黑白图，否则黑白印刷后图示不明！

4  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形成机制分析

创新产出的高低一般受到经济状况、科技投入、人才资源、基础设施、外资强度、外资在区域经济中渗入的程度、政府政策等因素影响。本研究用专利授权量表征创新产出，用 GDP表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用科学技术支出表征科技投入，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人员数量表征人才资源，用固定资产投资额、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表征基础设施状况，用FDI表征外资强度，用FDI占GDP的比重表征外资在区域经济中的渗入程度，用地方科技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表征政府政策制度。选取2012—2014年长江经济带各市州数据的算术平均数，以消除数据波动带来的影响。首先运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不同量纲对变量的影响及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问题；然后对所选的指标进行Pearson相关检验，发现变量间相关性较强，因此需要采用因子分析法把这8个自变量合并为几个较少的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主因子，提取了2个主因子，共解释了原有变量总方差的84.6%。在不考虑空间自相关因素的情况下，构建OLS回归分析模型：Y=αF1+βF2+ k，其中：Y 为创新产出；F1、F2是原来8个解释变量合成的2个主因子；α、β为回归系数；k为常数项。通过运算，得到OLS分析模型：
Y=0.85F1+0.26F2+0.003                                       （7）
从OLS分析模型得到，新生成的2个主因子都通过了5%显著水平的检验，模型的R2为0.69，拟合度不高，这可能是模型的重要解释变量被遗漏了，或者是没有考虑截面单元的空间单元关联模型设定错误造成的。利用Geoda软件做进一步分析，对数据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得出Morans I为0.507 9，正态统计量Z值为8.647，大于1%显著水平下(Z的临界值为1.96)，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在空间上存在交互作用，这种空间交互作用会造成传统线性回归模型解释创新产出的形成机制时存在模型设定错误等问题。
空间滞后变量和空间误差变量都通过了5%显著水平的检验。根据LogL 值越大，AIC 和SC值越小，拟合效果越好的原理，本文空间滞后模型的LogL（-81.39）大于OLS模型（-102.87）和空间误差模型（-93.36），而空间滞后模型的AIC（170.77）和SC（182.12）都小于OLS模型（211.75）和（220.26）,也小于空间误差模型（192.73）和（201.23），可知空间滞后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因此选取空间滞后模型作为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回归模型，表示为：
Y=0.66F1+0.23F2+0.47ρ-0.01       （8）
SLM显示，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2个新生成的主因子每增加1%，对创新产出分别有0.66%、0.23%的贡献率。F1主要表示GDP、科学技术支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人员数量、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FDI、地方科技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如表1所示。F2主要为固定资产投资额、FDI占GDP的比重。而空间交互作用的强度每增加1%，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增加达到0.47%，可见长江经济带各地市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地市层面存在着知识和技术溢出，正是这种空间交互作用使区域之间的创新差异进一步拉大。长三角地区创新能力较强，各地市间经济联系紧密、人才流动频繁、交通便利，这种空间邻近为知识溢出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而长江经济带的中西部地区创新能力相对较弱，主要是低低集聚，所以这种空间关联行为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作用很大。由此可见，传统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OLS）由于忽略了空间误差或者空间滞后等空间关联性因素，存在模型设定不当的问题，需要引入空间交互作用对模型进行修正。
为了比较具体因素对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影响，根据合成因子和原因子的关系，得到最终模型：
Y=0.13X1+0.18X2+0.1X3+0.03X4+0.09X5+0.1X6-0.09X7+ 0.19X8+0.47ρ-0.01    （9）
    式（9）中：Y为创新产出；X1、X2、X3、X4、X5、X6、X7、X8分别为GDP、科学技术支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人员数量、固定资产投资额、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FDI、FDI占GDP的比重、地方科技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从最终结果看，FDI占GDP的比重的回归系数为-0.09，说明外资占有区域经济比重对创新产出具有抑制作用，随着外资程度的不断加深，内资企业进一步萎缩，外资对内资企业的创新挤压不断加大而溢出作用在降低。其它几个因素对创新产出的作用为正，为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正面作用，其中，作用最大的是科技投入因素及政府的政策，回归系数分别为0.18和0.19，说明在创新产出差异形成的过程中，政府部门的重视和不断加大投资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部门重视科技发展，不断制定各种人才政策、资金政策、税收政策鼓励创新，将极大地提升创新产出。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不断加大的投资，它是推动创新产出最直接的因素，在创新产出差异形成中的作用最大。经济发展因素的回归系数为0.13，说明经济发展对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也较大，长江经济带许多企业不是为了创新而研发，更多的是在提高经济产出效率的过程中发现了新技术、进而申报专利的，创新产出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人才资源的回归系数为0.1，说明作为知识和技术载体的人才对创新产出也具有较大作用。通讯基础设施回归系数是0.09，说明互联网为创新产出的提升提供便利的条件，对创新产出的作用明显。FDI的回归系数为0.1，表明与外资占有区域经济的程度不同，外资强度对创新产出具有明显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吸引外资政策的不断完善，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大量资金、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对区域的创新产出有显著的影响。与外界的联系对创新产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外界的交流通过人才流动、引领示范、知识溢出促进创新，加快创新产出的发展。当然，要注意培育本土民营企业，促进本土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互动，壮大本土企业，控制外资在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有效抑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弊端、有效促进其正面的溢出效应。对创新产出作用最小的是基础设施，回归系数仅为0.03，说明基础设施条件的完善为创新能力的提升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但是其仅为创新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创新能力的提升更有赖于其它因素。

表1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影响因素
	F1
	F2

	GDP
	0.831
	0.524

	科学技术支出
	0.927
	0.22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人员数量
	0.731
	0.547

	固定资产投资额
	0.521
	0.749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0.688
	0.579

	FDI
	0.748
	0.632

	FDI/GDP
	0.027
	0.836

	地方科技支出/地方公共财政支出                         
	0.873
	0.027


5  结论与讨论 

（1）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绝对差异在2001年前增加缓慢，其后迅速拉大，从2001年的256.45增加到2012年的12 323.68，之后创新产出绝对差异迅速减小；相对差异大致经历了先降低后增大，2009年后明显降低的历程。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长江经济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产业规模最大、城市体系最为完整的流域经济带，借助天然的黄金水道，一些市州的区位优势日益突显，2001年后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区域差异开始显著拉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国内兴起了从东部向中西部为主导的产业转移趋势日趋明显，在这一背景下，2009年长江经济带相对差异开始减小，而绝对差异在2012年后也开始明显减小。
（2）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高的地市数量变化不大，分布较为集中，但有向中部地区蔓延的趋势，主要位于长三角地区及中西部的省会城市重庆、成都、长沙、合肥，近5年来芜湖、马鞍山、合肥、连云港的创新产出提升明显。
（3）空间关联特征以正相关为主，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且空间格局大致稳定。从空间分布来看，长江经济带地市集聚特征显著，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人才密集，资金充裕，创新基础较好，一直都是创新产出密集聚集的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大多是低低集聚地区，高低集聚的地市单元主要是中西部一些省会城市市区。
（4）空间交互作用的强度每增加1%，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增加的比重达到0.47%，可见空间交互作用是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产生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
（5）科技投入和科技政策对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具有显著影响，经济发展、人才资源、FDI及通讯基础设施对创新产出也具有较大影响，传统基础设施对创新产出作用最小，而外资在区域经济中的渗透程度对创新产出具有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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